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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与认知科学  

肖恩·加拉格尔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哲学系） 

摘 要：哲学解释学——被理解为解释的理论——所研究的一些问题，也是认知科学要回答的。人的理解的性

质、我们获取和组织知识的方式、语言和记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意识和无意识知识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

理解他人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构建起解释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交叉平台。尽管解释学绝大多数时候

和自然科学是相对的，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通路，使得解释学可以有助于认知科学，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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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把解释学界定为有关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一门学科，解释学有着很长、很复杂的历史，它最

初关心的是对文学的、宗教的和法律的文本作适当的解释。到了20世纪，解释学的范围扩大了，包括这样一

个思想：用泰勒(Taylor,C.)的话说就是，人是“自我解释的动物”。[1](pp. 45-76) 与文本解释学狭隘的处方

式问题相对，由海德格尔(Heidegger,M.)、伽达默尔(Gadamer,H.-G.)和里克尔(Ricoeur,P.)① 等思想家发展出来

的哲学解释学，提出了人的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怎样解释或理解某个东西的问题，而是解

释和理解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对19世纪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W.)来说，解释学这门学科和科学（包括新近出现的心理科学）有着很大的不

同。不完全地说，心理学试图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生物人(human animals)的自然行为，与此相反，狄尔泰认

为，解释学这门学科是用社会人(human persons)的经验和内在动机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内在生活不是由一系

列机械的命令(starts and stops)构成，而是相互交织成为具有某种结构的连续体(Zusammenhang)。[2] 这样，

狄尔泰的意思就是，对任何部分的理解，都必须在它与整体的其它部分的内在关系中进行。在需要某种解释

的不同文本中找出相同类型的结构，不仅仅是语词的机械连接，更是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寻求一种有意义的一

致性。在文本意义和社会人这两种情况中，整体都包含着一个历史维度——我是谁。或者说，在理解文本

时，不能简单地把我观察到的行动或语词的意义当作绝对的当下，因为离开了过去那些实践和文本的意义，

是不能发现这些东西的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要理解的东西，不是以原因

现存于结果中的方式现存于我的行动或语词中的。[3](p. 224) 

解释学和被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之间的这种差异，或者更宽泛地说，解释学和科学之间的这种差异，在

狄尔泰前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当然，狄尔泰关于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ärung)的区分是有用的。比如，哈



贝马斯就用这个区分来界定他所说的深度解释学，即把对特定社会实践的意义的解释学理解和这些实践何以

存在的科学说明结合起来；把这些实践对有关参与者的意味和其背后潜在的原因（可能是经济现实，也可能

是维持一种权力关系）结合起来。[4](pp. 294-319) 

就深度解释学的模型来说，哈贝马斯借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型。里克尔是以

同样的方式解读弗洛伊德(Freud,A.)的。[5] 在弗洛伊德那里，既有对人际实践的心理分析式的解释，也有说

明无意识机制的科学的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如果我们把这种解释学模型运用于当代的意识研究，我们

所追求的就是两个方面：对主体的第一人称经验及其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意味的理解；对大脑和具体的在世如

何产生这种经验的神经科学方面的说明。这里，我的讨论就聚焦于这种解释学模型，不过，我把它简单地称

为“解释学”，而不是“深度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① 

这种模型中有一种明显的张力。一方面，解释学和科学之间的区分还存在，正如我们在理解和说明的区分中

所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该模型要求解释学和科学一道发挥作用，以对意识、认知和人类行为有更完整的

把握。 

在对解释学的解释和科学之间的对立有了真正感知后，会发现这种张力更深层了：人们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

印象，即如果我们用(doing)解释学，就不能用科学，反之亦然。但我认为没有问题。如果你和处在各自前沿

领域的科学家(practicing scientists)一起讨论，会发现是他们首先承认伽达默尔等人所说的是一个明显的事

实。科学实践本身就是解释学的。换言之，科学家所做的就是解释，就他们隶属的科学传统和他们提出的特

定问题来说，他们的解释就是一种偏见，只不过是以非常具有生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说明和理解一样，

都是解释。比如，对定量数据的解释，依靠的是科学史的某种发展程度，依靠的是科学家的定性判断，包括

这样一些判断：对科学家共同体和某种含义上是他们听众的基金会来说，他们解释数据的方式是重要的、有

价值的。 

这里，我想探讨的就是这表面上看似明显对立、常常被认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两个学科。一方面，解释学

被传统地理解为对文本的解释，或者在社会和历史情境中对人的理解；另一方面，认知科学被理解为用计算

或神经科学的术语对认知的说明。鉴于此，我想说的是： 

（1）解释学所揭示的和认知科学所揭示的实际上并不对立——事实上，这两个学科在很多事情上是一致的； 

（2）解释学在某些方面有助于认知科学和意识科学； 

（3）认知科学在某些方面也有助于解释学领域。 

我打算通过下面三个问题的讨论来支持我的观点： 

● 我们怎样认识客体？即我们怎样了解和理解世界中的各种客体？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表明解释学和认

知科学实际上并不对立。 

● 我们怎样认识情境？即针对各种类型的实际任务或在各种情境中，我们事实上是怎样认知地处理的？通过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表明解释学有助于认知科学。 



● 我们怎样理解他人？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表明认知科学有助于解释学。 

一、循环、图示和原型 

我们怎样了解和认识客体？至少可以说，了解客体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到我们把它们和适当的情境联系起

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涉及到我们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能力。根据解释学循环，我们是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的。关于解释学循环的一个基本表述是，所有理解都有一个循环结构，请注意，这个结构不是那种逻辑上的

恶性循环。一个传统的办法就是想想理解文本时的情况：要理解某特定段落的意义，需要把它和作为整体的

文本联系起来；要理解文本的整体，需要考虑每个部分是怎样构成那个意义的。18世纪以来的无数理论家还

坚持认为，要进一步理解一个文本，需要把它放到更大的历史整体中去，而这个历史整体包含了作者本身、

他所处的社会、他的经济状况等等方面的知识。只有把X放到适当的情境中，我才能理解它；只有当我理解

了X，我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情境。显然，这适用于了解任何客体的情况。当我努力了解某个东西时，只有

把它和我已经认识了的东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把它放到我熟悉的情境中，我才能逐步理解它。 

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我会误解这个客体。自然，就我已经认识了的东西和我常常试图把一个新的客体放到旧

的框框(pigeon hole)里来说，我是有偏见的。但是，如果学习就是取得进步的话，顺应最终必然发生。正如狄

尔泰说的那样，“当用这种方法还不能理解作为个体的部分时，失败就是肯定的了。那么，这就要求重新界

定其意义，以便它能够考虑到这些部分”。[2](p. 227) 经过某种辨证的、来来往往的过程，或者在教师的指

导下，我最终能够找到适当的情境，逐步达成某种可接受的理解。在这样做时，我能够识别出这个客体和其

它客体的相似之处，并说出其类型。 

就这点来说，它正好和认知心理学中的“图示理论”和“协议理论(protocol theory)”相一致。从巴特利特

(Bartlett,F.C.)到皮亚杰(Piaget,J.)再到安德森(Anderson,R.C.)等理论家，都诉诸于可修正的认知图示观，来说明

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理解某客体的。图示这个概念表示的是，我们已经有的知识不是由一些分离的信息组

成，而是组织成为一些模式的，在获取新知识时，这些模式是可以提取和使用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模式或图

示把新的信息“同化”到已经建立起来的框架中。重要的是，新的信息也能促成先前建立起来的图示发生变

化；图示可以改变自己或“顺应”到新的客体中。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样，在图示和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

中，我们建构起一种解释。他用类似于解释学的术语说，“如果读者不具备可以吸入新意义的解释框架，文

本就只能是官样文章”。[6](p. 423)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求助于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理解的解释框架，客

体就是无意义的。 

图示在同化新意义时扮演的作用是保守的；但它们具有相对可塑性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可以调节它们来适

应非常新颖的信息——这里，我们本来可以说说想象力的重要性，但我们打算在下一个部分再回过头来讨

论。在认知科学中，关于图示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如何说明才是最好的说明等问题有着一些有意思的争论。

图示的潜在结构是计算的吗？用大脑的可塑性来说明图示的可塑性是最好的方式吗？在具体行动的框架中，

我们应该把图示当作生成的吗？无论怎样来回答这些问题，它们都是阐明潜在机制的问题，而这些机制使得

我们——就像理解的追寻者一样——进入使学习得以可能的解释学循环。 

客体各不相同，但在某种含义上，它们又可能有一些共同特征。这种差异和共同特征有助于我们解释和理解

客体。在认知科学中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原型理论和解释学方式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一些客体是原型的——我们可以很好地认识它们；它们包含有界线相对清晰的典型例子或主要特征。比方说



“鸟”。我们可以认为，鸽子是典型的鸟的例子。这样，它就是鸟这个概念的有用的原型。但是，有一些鸟

不像鸽子（比如，小鸡），用鸽子作为原型就不能抓住有关鸟的全部特征，或者它就不能作为典型例子。原

型有助于勾勒范围；有助于在情境中阐明相异和相似处。原型不仅仅是一个好的例子；相反，它界定的是一

束现象，其中有些是核心的，有些是外围的。 

原型是进入解释学循环的一个路径。如果我们把图示当作一套有限定的、井然有序的（可能是等级序列的）

范畴，那原型就更像放射状的意义组织——这不是最恰当，多半还有个程度问题。原型也考虑到了某种相对

性。比如，在有些文化里，鸽子比小鸡或企鹅更像鸟的原型。但我们可以想象，在小鸡或企鹅居多的地方，

情况会是怎样的不同。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相一致（比与狄尔泰或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的一致性要高），原

型理论表明了，解释将更加不确定、客观性将更少、比完全且充分的理解将有更大的程度问题。客体的意义

将难以固定死，它将更多的依赖其情境。比起用框框去套，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的“家族相似”更能

代表这种情况。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在认知科学和解释学之间没有对立。图示理论和协议理论所说的，和解释学循环所说的

有着很好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到一块来看，它们将相互丰富，从而对认知有更深的理解。 

当然，在认知科学中，关于原型是如何生成的，以及怎样说明它们才是最好的说明等，有一些没有定论的争

论。我们应不应该把原型当作在拉科夫(Lakoff,G.)等人所说的“动觉意象图示(kinaesthetic image schemas)”① 

中生成的隐喻式结构？[7] 有没有可能开发出针对原型的有组织的知识的计算模型？这些关于图示和原型的问

题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部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用严格客观的计算术语来说明人的理解的

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正是这个问题使我认为解释学可以为认知科学提供一些支持。 

二、计算与理解 

即便在逻辑上不是那么周延，计算模型也意味着严谨、精确和可预测。但是，人的认知系统不是用以和严谨

的、确定的范畴发生作用的，而是和可修正的图示与灵活的原型发生作用的。这表明了人的理解和计算模型

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这里，我可以借鉴德赖弗斯(Dreyfus, H.)关于计算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分析。

[8] 他指出，计算机在那些界定清楚的、范围有限的、规则支配的情境中相当方便。玩下棋游戏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相反，计算机就不擅长于解决那些界定模糊的、不确定的、无章可循的情境中的问题。 

计算机擅长的是记忆游戏、迷宫问题、逐字翻译、对刚性模式作出反应。在这些活动中，机械的连接是重要

的，但意义没有和情境发生关联。通过决策树、列表收寻(list searches)或模板，就可以处理这些活动。计算

机也擅长于简单的正式活动，比如可计算的游戏（像下井字棋）、组合问题（直截了当的手段-目的问题）和

数学中的机械证据。在这些情况下，意义完全是显性和没有情境的。复杂的计算机甚至擅长于复杂的正式活

动，像下棋这样的游戏、进行计划和在干扰中识别出复杂的模式。同样，这些情况的意义仍然是显性的，只

不过在数量上复杂一些。比如，这些活动就要求使用“摸着石头过河(search-pruning)”这样的试探法。 

然而，对于那些涉及非正式的日常活动的情形，计算模型就不充分了。比如，不好界定的游戏（比如猜谜

语）、需要顿悟的具有开放结构的问题（不能简单还原为对一些信息进行组织）、自然语言的翻译、识别变

化的或扭曲的模式。在这些情形中，意义是隐性的，与情境高度依存。有些情形没有明显的规则可以遵循。

德莱弗斯诉诸于现象学传统，特别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M.)和海德格尔的传统，来说明这种不确定的、

具体的和有着实际的脉络关系的情境。我们也可以诉诸于认知科学本身，来区分两种情境：一种是不具有脉



络关系的，一种是要么有实际的脉络关系的，要么有社会的脉络关系的——尤其是神经心理学的一些研究。

[9]

我想表明的是，解释学也为这些计算方式鞭长莫及的情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解模型。计算模型在伽达默尔所

说的“解释学情境”中就失灵了，因为这些情境正好是不好界定的、不确定的、无法遵循规则或方法论规则

的。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仅仅借助方法，是无法完成这种情境中的解释的。伽达默尔回到亚里士多德

那里发现了描述这种解释的方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勾画了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个概念

(在英语中，通常用practical wisdom或prudence来翻译它)，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知道要做的事情哪个是正

确的，以及如何去做。与计算相反，实践智慧正好是无规则但又不得不做决定的情境所需要的。在这些情境

中，我们面对的是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不存在用以排序的终极原则。 

亚里士多德在实践智慧和聪明之间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比如，在伦理的情境中，一个不道德的人或者一个

罪犯可能非常聪明，但那不是实践智慧。聪明或反应快可以是自然天赋；但在最基本的含义上说，实践智慧

完全依靠教育或濡化(enculturation)。尤其是，实践智慧只能在正确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中发展出来。按照亚里

士多德的意思，人们是通过和正确的人呆在一起，以及跟随好人的事例学会行动，来获得实践智慧的。没有

这种非正式的教育背景，一个人仍然可以是聪明的，但未必是一个好人。 

在解释学理论那里，具有道德品性的实践智慧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修正。我认为它对认知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

意义。第一，伽达默尔把它当作解释行动的模型，不仅仅在道德情境中如此，更宽泛地说，在杂乱的、不确

定的、没有规则的、不只一种正确答案的解释学情境中也如此。[3](pp. 21-22, 312ff) 最近关于实践智慧的一

些讨论，在强调不能还原为聪明的同时，还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实践智慧包括运用敏捷的想象力。实践智

慧依靠运用想象的或直觉的顿悟，去获取从人类生活的不确定环境中生发出来的问题的答案。在任何这样的

情形中，作出决定或付诸行动，都不是通过排除备选方案，从而获得精确答案的方式来实现的，也不是通过

遵循纯理性的（规则支配的）计算程序来实现的。这样，它就超越了通过计算来模拟的情形。 

这并不是说实践智慧或解释学情境中不确定的理解难以捉摸。恰恰相反，它属于那种不能简单还原为无意识

水平(sub-personal)和计算水平的领域。换言之，它与人的意识和人际水平全然相关。伽达默尔主张，理解是

对话的。然而，要抓住计算的认知模型和理解的实践智慧二者之间的准确差异，不能仅局限于伽达默尔的那

个观点。需要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思想上去，即实践智慧是在非正式的社会情境和互动情境中获得

的。有些东西在于不可还原为无意识的、计算的以第二人称方式进行的社会互动。第二人称互动不是指两个

或更多的计算系统的互动，甚至也不是两个大脑的互动。 

狄尔泰和他19世纪的浪漫派解释学同事，用移情来谈论这种第二人称互动——即超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

观点。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浪漫派解释学家们谈论移情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诉诸的是人类普遍的精神共

享。施莱尔马赫（他主要讨论的是文本解释学中主观的-占卜的解释，这是一种超越规则遵循的解释）在1819

年乐观地认为： 

可以说，通过转变解释者自身来进入作者，占卜方法试图直接领会作为个体的作者……占卜所基于的假设

是，人不但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且可以接受他人的独特性。[10](§2.6)  

四十年后，德罗伊森(Droysen,J.)则持一个悲观的论调，想去理解的真实的人是难以接近的： 



[人]裹藏着自己，只与自己和上帝交谈……这是一个研究方式难以渗透的庇护所。一个人可能很好地理解另

一个人；但这只是表面的；他总把他人的行为、言说和姿态看成一些分离的瞬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完整地

领会它们。[11](pp. 126-131)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浪漫的、超验的或神学的思想——这里当然有很多东西值得去思考——没有那家那派

看起来是非常科学的。是不是终于在这里发现了解释学和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的对立呢？在下面一个部分，

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解释学可以借鉴认知神经科学新近出现的一些重要观点。  

三、理解他人 

前面说过，不能把第二人称互动简单刻画为两个大脑的互动——或者说两个大脑再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我

并没有忽视神经科学的意思。事实上，如果没有至少两个大脑的参与，也就不会有第二人称互动。认知神经

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的问题，相互理解是如何进行的，以及移情何以可能。然而这也是解释学的核心目

的。首先，我想简单复述一下神经科学领域里我所熟悉的新进展，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我们是如何与他人互

动的。其次，我想讨论认知科学家是如何解释这些成果的。 

有关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的研究在当下可谓家喻户晓。镜像神经元是在短尾猿的前叶(F5区)中发现的。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人的前叶和布洛卡区(Broca’s area)① 也可以发现它们。在主体执行某一特定的运动神

经的行动(motor action)时，以及看到另一个主体执行相同目的指向的行动时，镜像神经元都会作出反应。这

样，在行动的视觉感知（或动态表达）和某人对自己能力的第一人称的、主体内的、本体的感受之间，镜像

神经元建构起一种复式连接(intermodal link)。加勒(Gallese,V.)指出，这种神经元有助于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

来解释移情。[12] 他认为，移情或社会认知在于“共鸣”，而共鸣则存在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运动神经系

统之间，并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身体图示之间形成一个“共享簇(shared manifold)”。 

在评论它和别的一些解释之前，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更新近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但和镜像神经元相当吻合，而

且还扩展了相关研究。对下面四种人的大脑成像研究表明，被这些任务所激活的大脑的相应区域是有交叉

的：（1）从事工具性行动，（2）观察另一个人的行为，（3）刺激另一个人的行动，（4）打算模仿另一个

人的行动。如果我看到你拿起一个杯子准备喝水，我自己也这样做时，我的大脑里的相同区域就被激活了。

这里，我们讨论的不是个别的神经元，而是神经元系统。而且，当我有意识地刺激或想象自己在实施某个行

动，或想象你也在实施那个行动，或准备模仿你刚刚完成的某个行动时，被我的认知行为所激活的大脑区

域，正好是被我自己实际的运动神经的行为所激活的那个区域。 

这些关于镜像神经元和共享的神经再现的研究，直接想起了解释学中的争论——即关于理解他人和移情的性

质。事实上，当心灵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讨论通常所说的心灵理论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正在进入

（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知不觉地）更古老的关于理解和移情的解释学争论。 

人们把心灵理论界定为我们“内化(mentalize)”或者猜出他人心灵状态的能力，以解释和预测他们的行为。在

拥护心灵理论的理论方法的人和捍卫模仿方法的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我们理解他人的方

式涉及到运用一种理论立场：我们把他人理论化（隐性或显性），以便解释或预测他们的行为。通常把这叫

做理论派(theory theory)。相反，模仿派(simulation theory)则认为，我们对他人的理解是基于我们模仿他人所

思所感的能力。比如，我们实质上是把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场，在自己心灵中进行模仿，然后推断这准是对方

正在思考的。 



现在看来，模仿论者可以在前面讨论的认知神经科学那里找到证据了。模仿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

大脑，大脑中都有以适当方式可以激活的镜像神经元和共享的再现区域。但是，理论派也不是完全没有科学

依据。他们可以诉诸于虚假-信念测试(false-belief tests)，这些测试表明了理解他人的心灵似乎涉及到一个理论

立场，这个理论立场是在正常的、非自我中心的儿童大约四岁的时候获得的。重要的是，理论派和模仿派都

主张，心灵理论是我们理解他人的主要方式，不仅仅是四岁的时候，而是贯穿我们一生。 

互动理论是理论派和模仿派之外的另一个备选方案。这个方案也可以诉诸于神经科学有关镜像神经元和共享

的神经再现的证据，以及发展心理学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即婴幼儿以非心灵的方式分析和理解他人意图的能

力。② 这个观点把理解（如果不是理性的话）的年龄推回到婴幼儿阶段，并表明了，在我们一生中，理解

（如果不是说明或预测的话）的主要方式比我们通过运用理论或模仿来内化的能力更具体、更具社会性

(socially embedded)。 

这些不同的立场提供了对科学证据的不同解释，这里，指出科学本身的解释学性质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

情。我想强调的是，在试图说明我们如何来理解他人时，我们不必诉诸于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就像施莱尔

马赫、德罗伊森和狄尔泰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有办法从解释学的角度使移情自然化(naturalize)了。 

根据婴幼儿探测和完善他人意图的能力，我们可以来清算(cash out)施莱尔马赫关于占卜力量的观点了。凭借

这种先天的能力，婴幼儿能够把身体运动解释为有目的指向的运动，能够把他人感知为行动者。③ 这种“占

卜力量”是感知觉的，也如肖勒(Scholl,B.J.)等人所说的是“快速的、自动的、不可抵抗的、绝对由刺激驱使

的”。[13] 把这看作是内化的能力，还是非心灵的表现，正是目前争论的一个部分。 

狄尔泰强调了理解他人行动和意图时情境的重要性。 

在行动和某种使我们进行可能推断的心理内容之间有一种常规关系。但是，有必要把产生行动并通过行动来

表达自己的心灵状态和它依赖的生活环境区分开来……这样，如果不伴随对环境、目的、手段和生活情境是

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做出说明，行动就把自己和作为背景的生活情境分割开来了，也就无法对从中唤起的内在

生活进行全面的描述。[14](p. 153) 

狄尔泰的强调和特里沃森(Trevarthen,C.)等人所说的二级主体间性是一致的。[15] 大约在一岁左右，婴幼儿就

超越了初等主体间性那种面对面的直接性，进入共同关心——共同情境——的脉络关系，其间他们可以了解

事物的意味和目的。 

二级主体间性的主要特征是，客体或事件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焦点，可以被交流……婴幼儿和另一个人的

互动，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事物有所指了。[16](p. 62) 

18个月的婴幼儿可以理解另一个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可以再创造，以完成被观察主体没有完成的、有目的指

向的那个行为。只要看到成人以正确方式摆弄玩具，以及摆弄失败时表现出来的失望，儿童就可以很容易地

拿起玩具展示成人是如何做的。对行动的这种理解，依靠的是共同关心和实际的脉络关系。正如我们在最实

际的水平上有可能理解自己的行动一样，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人的行动。换言之，我们可以在最相关

的实际水平上理解行动，常常是因为它和情境化相连。 



这种水平的理解在狄尔泰那里叫做“初级理解”，他把它和更高级的形式（包括移情）区分开来。如果像狄

尔泰说的那样，初级理解的逻辑也许可以“表述为一种类推”（他的意思是初级理解和归纳过程很接近），

他努力琢磨出正确的理解。[14](p. 154) 在这些情形中，推论不是从结果到原因。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解释关

系中，我们不是寻求一种对他人为何以某种方式行动进行因果说明。相反，我们是在阅读他人的意义表达

（行动、姿态、面部表情）。这就是狄尔泰在他关于初级理解的描述中所说的全部内容了。他的倾向是回到

儿童的观察上，并指出，在儿童学说话之前，它已经浸透在有组织的社会情境和客观显示心灵的表达中了，

所有这些形成了理解他人时作为背景的脉络关系。 

关于镜像神经元、共享的神经再现和婴幼儿发展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狄尔泰的初级理解所缺乏的精确细节。

更宽泛地说，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认知科学中的研究和争论对解释学的初级理解和移情理解是有帮

助的，事实上，它们可以使这些观念更精确。  

结 论 

首先，我已经努力证明了，解释学所揭示的和认知科学所揭示的并不对立——事实上，它们在很多事情上是

一致的；第二，解释学在某些方面有助于认知科学；第三，认知科学在某些方面有助于解释学领域。我的证

明是通过思考这样三个问题来实现的：我们如何认识客体？我们如何认识情境？我们如何理解他人？ 

让我提出另一个问题作为结束语。科学的意味着什么？人们常常太容易就给出一个答案，即诉诸于科学程序

的客观性。事实上，这是狄尔泰的回答。如果我们不能获得某个东西一定程度的客观性，那么，这个东西就

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一些人认为，科学是局限于定量描述的，如果某个东西不能量化，它就不适合于

科学研究。在认知科学中，也有一些坚持科学任务的人抱着还原主义的观点：一个好的描述就是那种完全可

以用无意识的术语进行勾勒的描述。我认为，最好把科学看成是，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来说明有什么。如果

有什么包括这样一些东西，即不能还原为计算过程或神经元在无意识水平上的激活，或者不能量化，或者无

法不折不扣地客观化（然而，这样一些东西对人类生活却是有意义的，它们必然要落入到解释学的领域），

那么，讨厌它们、否定它们的实在性，就是真正的不科学了。 

（邓友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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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了一次演讲，那些学生饶有兴趣地听我谈了我新近的一些研究。这篇文章就是那次演讲的修改稿。真诚

感谢邓友超在这次翻译中所做的工作。这是我的著述第一次被译为中文，正如邓友超所知道的，也如任何好

的译者所意识到的，翻译就是解释，就是一项解释学任务。对原作者来说，有东西被翻译也是一种莫大的荣

幸。 

① 又译“利科（尔）”或“吕格尔”。——译注 

① 指的是发生于早年的各种感觉运动的经验，涉及到我们生活中最核心的客体和行动。其基本种类有：容器

图示、部分-整体图示、连接图示、中心/外围图示、资源-路径-目的图示、上下图示、前后图示、线性秩序图

示等。——译注 

① 这是人类大脑皮质左侧额下回的一个区域，主要负责语言的表达。法国神经学家布洛卡(Broca,P.P.) 在

1861年发现了这点，故以他的名字命名。——译注 

  

注释： 

① 要阐明的是，我感兴趣的解释学，（1）首先是哲学的，因为它关心的问题是，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何以

可能，以及是什么让我们成为自我解释的动物等；（2）只在科学的说明性力量这个含义上它才是深度解释

学。哈贝马斯把深度解释学和一种批判方案（即把启蒙运动的解放当作目标）联系起来了。我不反对解释学

的批判用法，但在我这里它是无关紧要的。 

② 我这里不是要提供这个观点的完整论据。有关它的重要资源可以在特里沃森等人论“初等的”和“二级

的”主体间性的著作中找到，也可以在霍布森(Hobson,P.)的著作中找到。 

③ 鲍德温(Baldwin,A.L.)及其同事已经证明，10-11个月的婴儿能够根据意向性来分析一些连续的行动。18个

月的婴儿能够领会另一个人想干什么。他们可以再创造，以完成被观察主体没有完成的、有目的指向的那个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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